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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代摹本《虢
国夫人游春图》，传为北宋宫廷据
唐代张萱原作精心摹写。作为中国
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此画历来备
受关注，而其中最引人争论的问题
莫过于：画中九人，究竟谁是虢国
夫人？对此，学者提出种种假说，或
指队列中段的华服贵妇，或指怀抱
女童的年长女性，各执一词，莫衷
一是。然而，当我们回归手卷画的
物质形态，将“如何观看”纳入分析
框架，或许能发现一个被长期忽略
的可能性——这幅画的作者，可能
从一开始就利用手卷的展开逻辑，
设计了一个让观者“错过”答案的
视觉游戏。

金章宗的题签

在进入核心讨论之前，有必要
简要交代此画的身份问题。我们
今天之所以认定这幅宋摹本所依
据的祖本就是张萱的《虢国夫人
游春图》，关键证据在于画卷前隔水处金章宗完颜璟
的瘦金体题签“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然而，
这一判断并不单凭题签本身，而是建立在一套完整的
证据链之上。

北宋徽宗时期编纂的《宣和画谱》明确著录了张萱
名下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为这幅画提供了最早的文
献“身份证”。金章宗的题签则将文献中的抽象名称与
具体画卷对应起来。更关键的旁证来自金章宗鉴藏印
的使用规制。金灭北宋后，宣和内府的珍藏尽归金朝，
金章宗仿照宋徽宗“宣和七玺”的装裱形制，创制了

“明昌七玺”，在印章样式、功能和钤盖位置上与前者
形成高度对应的覆盖关系。这种系统性的制度模仿，
本身就是对北宋旧藏身份的官方认证。今存世的《捣
练图》《江山放牧图》等传世名画，均可见这种“金承宋
制”的鉴藏痕迹，从而构成了一套跨越朝代、可互相参
证的证据链条。

正是基于以上逻辑，学界得以确认辽宁省博物馆所
藏的这幅宋摹本，其祖本即为《宣和画谱》著录的唐代张
萱之作。这一前提，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画家的创作意图
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手卷的观看时序

中国手卷画的观看方式，决定了它是一种“时间性
的艺术”。与西方架上绘画一览无余的观感不同，手卷需
要观者亲手操作，以边看边收的方式，从右至左逐步推
进画面。在任何一个瞬间，观者双眼所能接触的，仅限于
两手之间约数十厘米宽的画幅局部。画面的叙事节奏完
全由观者展开画卷的速度来控制，这是一种将空间艺术
转化为时间体验的独特媒介形式。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观看正是如此。当观者从右侧
卷首开始，逐段展开画卷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
着圆领袍衫、头戴幞头的骑者，策马前行，其后紧随一匹
同样装饰华丽的骏马。按照常规的视觉经验，我们很自
然地会将这位走在队伍最前方的人物理解为开道的侍
从。这是手卷观看的第一重心理预设，也是画家巧妙利
用的认知惯性。

随着画卷继续向左展开，画面的核心区域逐渐呈
现：两位梳着坠马髻、身着华美裙衫的贵妇并骑而行，前
后各有侍从簇拥。二人的服饰、发型、所处位置都明确标
示着她们的贵族身份。此时，观者的注意力被这组人物
牢牢吸引，开始辨认和比较：哪一位是虢国夫人？判断与
思索在这一瞬间占据了全部心思。

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当我们专注于辨认两位华服
贵妇的身份时，第一位骑者早已被收卷入画轴，退出了
视野。手卷画特有的“看过即收”机制，使得观者的记忆
被不断涌现的新画面所覆盖。那位最先出场的人物，就
在这一进一退之间，被我们的认知自动过滤，归入了“随
从”的范畴，不再进入主角候选人的名单。

画家所利用的，正是这种观看行为的心理节奏：用
最显眼的方式将主角置于卷首，再以构图和叙事逻辑将
观者的注意力引向卷中，使其在“越往后看”的过程中，
与真正的答案擦肩而过。只有当画卷全部看完、回头思
索时，才有可能意识到，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或许正是画
名中的那个人。

图像符号的指引

如果说上述观看机制的分析还带有推论成分，那么
画面内部的视觉符号，则为首骑者的身份提供了更为坚
实的证据。这些符号藏得既深且巧，既可为“知情人”提供
解密的钥匙，又不至于在视觉上破坏画面的自然和谐。

最值得注意的是首骑者的坐骑。这匹马的马鬃被精
心修剪成三簇，即唐代文献中所谓“三花马”，是宫廷御
马的标志性装饰。画中虽然骏马众多，但享有三花装饰
的仅有两匹：一匹为卷首骑者所乘，另一匹为队伍后段
怀抱女童的年长妇人所乘。三花马代表着最高的等级身
份，这是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尺。

进一步看马鞍装饰。首骑者所乘三花马的马鞍下

方，鞍鞯纹饰繁复精美。仔细辨认，
可以辨识出其上绣有猛虎图样。虎
纹尤其与虢国夫人的封号有着不言
自明的关联——“虢”字本义即与虎
有关。在整幅画面中，没有任何其他
人物或坐骑的装饰纹样能够与“虢”
的封号建立如此直接的视觉联系。
画家选择以鞍鞯纹样来暗示身份，
而非直接在人物服饰上做文章，这
种处理方式既维护了画面的含蓄美
感，又为“知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此外，首骑者“女着男装”的形
象，也与史料中虢国夫人个性豪放、
不拘礼法的记载吻合。唐代上层女
性着男装并非孤例，太平公主就曾
以男装示于帝前。将这一行为与三
花马、虎纹鞍鞯等最高等级符号组
合在一起，其指向性便远非一般贵
族女性所能解释，这是一种复合的
视觉声明，性别装扮上的“僭越”与
鞍马装饰上的等级，共同将首骑者
的身份锁定在了那个敢于“淡扫蛾
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身上。

记录与隐喻

前文从手卷观看时序与图像符号两个层面，论述卷
首男装骑者极有可能即虢国夫人本人。那么，更进一步
的问题是张萱为什么选择以如此隐晦的方式来安排主
角？这幅画因何而作？

张萱的生平记载并不详备。后世一般认为张萱于唐
玄宗开元年间曾任“画直”，以画笔记录宫廷人物形貌与
重大活动。这意味着他对虢国夫人的描绘并非市井想
象，而是近距离观察下的产物。而且张萱所处的时代正
值“唐尚新题”的艺术风气盛行，画家们热衷于以本朝现
实生活入画，张萱即以擅画贵族妇女与鞍马著称于时，

《虢国夫人游春图》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然而，“如实记录”并不等于没有立场。正如史官以

“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张萱同样可以在图像实
录的框架内，通过对画面元素的精心选择与组合，不动声
色地传达自己的观察与判断。此画创作时，杨贵妃得宠，
三位姐姐分封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族兄杨国
忠权倾朝野，杨氏家族奢靡无度，已成朝野侧目之焦点。
然而盛世表象之下危机四伏，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身
处这一时期的宫廷画师，对杨氏家族的权势与行事不可
能没有近距离观察，《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创作便不止于记
录一场春日出行，它很可能包含着画家对描绘对象的理
解与评价，而这种评价是通过视觉的方式含蓄表达的。

画面中最值得注意的视觉安排之一，是全卷坐骑的
刻意选择。画中八匹坐骑均被描绘得体格雄健，无一例
外，不见任何一匹体型相对纤小、符合唐代绘画中母马
特征的坐骑。卷首者与后段抱女童者的坐骑更饰以“三
花”——唐代宫廷御马的最高等级标志。在唐代，马匹不
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等级的鲜明符号，从马鬃装饰
到鞍鞯纹样，均有舆服制度加以规范。能够配备三花等
顶级装饰的坐骑，应是优良公马。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
在于每匹马能否从生物学上确证为公马，而在于画家的
处理方式：在唐代贵族出行队伍中使用母马并非罕事，
墓葬壁画与陶俑中均可见女性骑乘母马的形象，而张萱
却选择以清一色的雄健身姿构成全卷马匹阵容，这一安
排很难视为无意为之。

当全卷无一例外地使用公马这一安排，与卷首骑者
“女着男装”的形象并置时，其符号意义便浮现出来。马
在唐代是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公马所代表的雄健、
力量与支配性，在传统观念中属于男性世界的权力符
号。而虢国夫人以女性之身，不仅身着男装跨越了服饰
上的性别边界，更以全公马的坐骑阵容出行，在坐骑配
置上同样打破了性别的常规分野。画中的八匹公马，由
此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暗示：这位贵族女性不仅在装扮
上，更在坐骑的配置上，已经全面“占用”了原本属于男
性的权力符号。张萱作为画直，没有在画面中添加任何
文字说明，而是通过对马匹性别和装饰等级的精确把
控，在制度完全“合规”的框架内，不动声色地记录并呈
现了这一涉及权力与性别界限的微妙僭越。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身着
男装的卷首骑者，极有可能就是虢国夫人本人。画家张
萱充分利用了手卷画的特性，设计了一个精妙的视觉陷
阱：让答案在最显眼的位置登场，再以画卷展开的自然
节奏将其隐入背景，使观者在越往后看越困惑的循环
中，体验一场被精心编排的观看游戏。而当我们重新审
视那匹三花马、鞍鞯上的虎纹，以及那一身不合常规的
男装时，答案便从游戏的迷雾中浮现。

这种自觉的视觉叙事意识，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独
特的价值。它表明，至少从唐代开始，杰出的画家已经懂
得将媒介的形式特征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内在元素，通过
控制观者的观看行为来完成意义的传达。《虢国夫人游
春图》不仅是一幅描绘盛唐贵族生活的风俗画卷，更是
一件关于“观看”本身的作品，它邀请观众在反复“展开
—收卷”中，重新发现那个被自己错过的主角。

墨迹题壁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展示的重要形态，它以建筑
壁面为原生书写载体，实现了书法艺术与文化传播的深度交融。
墨迹题壁因材质易损而多散佚不存，山西晋祠文昌宫清代墨迹
题壁得以完整留存，成为研究古代题壁书法发展脉络与艺术特
征的重要实物例证。

题壁基本概况

晋祠文昌宫坐落于晋祠博物馆北部的智伯渠北岸，坐北朝
南，正殿两层，下层三间，上层飞阁，阁内祀文昌帝君。阁左右建
平台，左右都有廊，名为“诗榭”。文昌宫题壁集中留存于建筑两
翼的诗榭廊壁之上，采用东西对称的经典形制排布，东西两侧诗
榭题壁各长约12米、高约3米，整体规模规整，布局考究。壁面选
用传统泥灰壁工艺，《营造法式》详细记载了壁面的制作方法。壁
面经过反复抹平、层层压实的精细化处理，质地细腻紧实，平整度
极高，既不会因笔墨渗透导致字迹晕染模糊，也不会因壁面粗糙
阻碍行笔的流畅度，为题壁挥毫提供了绝佳的物理书写条件。

文昌宫题壁以描写清代官员、乡贤杨二酉创作的《晋祠内外
八景》为内容，精心整合祠内人文胜迹、自然景观与周边地域风
貌共计 16处景致，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景观诗文题壁格局。内八
景为“望川晴晓、仙阁梯云、石洞茶烟、莲池映月、古柏齐年、胜
瀛四照、难老泉声、双桥挂雪”，外八景为“悬瓮晴岚、谷口双堤、
山城烟堞、四水青畴、大寺荷风、文峰鼎峙、宝塔披霞、桃园春
雨”。文昌阁东榭专书内八景，聚焦祠内核心景观，尽显晋祠的精
巧灵秀；西榭专书外八景，延伸祠域辐射范围，每一处景致均搭
配一首意境贴合的七言绝句，形成了一景一诗、诗书合一的完整
文化体系。

题壁书写者为清代晋祠名士杨堉，其身为晋地文人圈层的

代表性人物，晋祠博物馆内
现存的清代《晋祠铭》复刻碑
正是其手笔，刘大鹏《晋祠
志》中记载了这一摹写事件。

“唐碑剥落，下截尤酷，字多
漫灭，辨认殊难。乾隆三十五
年，邑宰周宽，里绅杨二酉目
击心伤，乃延本镇杨堉，仿照
旧搨未损者，摹钩上石，字迹

宛然，神情逼肖，洵与原碑无异……自摹钩碑成，皆曰原形未失，
精神具在，文法笔法，犹可追寻。旧碑虽云剥落，新碑却可拟摹，
是原碑己损而仍如未损也。论者谓杨者亭书法名于时，其有功于
唐碑也大矣。” （下转7版）

山东汶上地处儒家文化核心区与大运河
交会处，自北朝起佛教遗存丰富，至宋代因宝
相寺获皇家推崇而成为区域佛教中心。本文
通过梳理其造像艺术从早期对中原及京师样
式的模仿，到逐步融入地方材质工艺、审美趣
味与文化符号的调适过程，深入剖析其在地化
演变的动力机制。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佛教
艺术中国化进程中的地方适应性与创造性，
也为理解文化传播中“中心—边缘”的互动关
系与地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历史渊源与地域语境

汶上县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自北朝起便成为南北佛教艺术
传播与融合的重要节点。此地的佛教遗存，如汶上县博物馆馆藏
北齐铜鎏金佛像（图1）与汶上太子灵踪塔地宫出土的东魏石刻
弥勒造像，不仅印证了汶上早期佛教艺术的活跃，更揭示了其作
为“样式接受者”的初始角色。宋代皇权的介入是汶上佛教艺术发
展的关键转折。真宗赐额、佛牙舍利供奉及太子灵踪塔的敕建，使
宝相寺从“地方寺院”跃升为“皇家道场”，这一政治与文化地位的
提升，使其从被动接受中原风格，转变为主动模仿并内化京师皇
家样式的“规制性实践者”。

佛教造像作为文化载体的多重维度
在汶上的特定语境下，佛教造像的在地化演变承载着多重意

义：其一，它是信仰实践与地方认同的凝聚点。通过迎请圣物、兴
建高规格佛塔与制作精美容器，成功将源自京师的核心宗教资源
转化为本地的“文化资本”。其二，它是艺术语言与地方传统的磨
合过程。即便早期严格遵循中原样式，但本地石材的特性、工匠世
袭的技艺习惯以及民间的审美偏好，仍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于造像
的形体、衣纹、面相之中。

地理枢纽的文化积淀作用
汶上地处齐鲁腹地与大运河枢纽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其佛教

造像的在地化演变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一方面，作为儒家文
化的核心区，深厚的礼乐传统与士大夫审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造
像的“仁厚”气质与中庸风格；另一方面，作为南北运河的重要节
点，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其能便捷地吸收多元艺术元素。这种静态
的深厚底蕴与动态的流通优势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汶上佛教艺术
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早期阶段：对中心样式的模仿与内化

汶上佛教造像的起步与发展，深刻体现了边缘地区对文化中
心艺术的学习、吸收与内化过程。

北朝至唐：中原主流风格的传入与摹写
北朝至唐代，汶上造像紧密追随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艺术

潮流。实物表明，其早期造像在组合形式、佛像衣着、面容神态等
方面，均严格契合当时中原的流行范式。北朝时期，弥勒造像主要
呈现出“秀骨清像”的造型特征。以汶上太子灵踪塔地宫出土的东
魏石刻弥勒造像（图2）为例，该造像为高浮雕弥勒佛与二胁侍的
组合形式，其面容清秀，身形修长，衣纹线条简洁，明显带有中原士
大夫审美的影响，旨在通过服饰的汉化与神情的玄学化，在宗教神
圣性上与中心区域保持同步。

宋代：皇家样式的规制性模仿
北宋时期，随着宝相寺升格为皇家关联寺院，其样式模仿的

对象从泛化的“中原风格”转向具体的“京师皇家样式”。汶上宝相
寺太子灵踪塔（图3）为仿照开封开宝寺灵感塔建造。塔为八角十
三层仿木构楼阁式建筑，高 41.74米，青砖砌筑。塔檐下施有砖雕
斗拱，二、三层设有砖砌莲花平座，塔顶设葫芦形塔刹，外施黄釉。
其在高度、形制、檐角、斗拱等细节上极力追摹原型，是一次极具
象征意义的“视觉政治”实践。这种“规制性模仿”不仅是对皇家权
威的认同，也是地方寺院借此提升自身地位的文化策略。

模仿阶段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意义
这一阶段的模仿，本质上是一种在文化权力格局中寻求认可

与定位的策略性行为。它有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对中心样式的精
确摹写是边缘地区获取文化正统性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纯粹的
模仿也抑制了本地艺术个性的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长期、系统性的
模仿，为后续的在地化创新积累了必要的技术经验和审美能力。

演变过程：地方性元素的渗透与融合

当外来样式在地方扎根后，必然与当地的物质条件、工艺传
统和审美观念发生深度互动，汶上造像由此进入更具创造性的调
适阶段。

材质与工艺的在地化转型
尽管存在皇室赏赐的金铜造像，但地方性的石雕与砖塑却逐

渐成为主流。汶上盛产的青石、石灰岩等材料，结合石匠世代相
传的雕刻技艺，形成了有别于宫廷冶铸的地方特色。以青州龙
兴寺出土的北朝佛造像为参照，造像身着通肩式大衣，身体表
面不刻任何衣纹，紧贴身体的大衣衬托出佛像宽肩、细腰、宽胯
的体态，形体感觉流畅舒展。汶上匠人在处理衣纹时，虽与青州
匠人一样借鉴了“曹衣出水”的意蕴，但汶上发展出更适应本地
石材硬度与纹理的简练刀法。与青州造像衣纹的柔和流畅相
比，汶上造像的衣纹更显硬朗利落，线条刚健质朴，在流畅中透
露出豪放之气。

形象与符号的地方性重构
在形象层面，造像的神态逐渐从超凡脱俗的庄严，转向更具

齐鲁文化特质的“仁厚”与“温和”。以汶上太子灵踪塔地宫出土的
宋银立式背光莲花座引路菩萨（图4）为例，该造像面容丰满，体
态轻盈，袖垂飘带，有银丝璎珞，双手恭放胸前，呈持物供养姿
态，束腿、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菩萨面容中那种温和慈祥的神
情，淡化了神、人之间的界限，虔诚而亲切的姿态，又与北朝造
像的庄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符号层面，菩萨披帛的缠绕方式、
璎珞的串珠样式或基座装饰中的本地植物纹样，不经意间融入
了地方生活的审美细节。例如银立式背光莲花座引路菩萨的银丝
璎珞与垂袖飘带，其装饰趣味已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审美趣味与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
除了有形的材质与符号，无形的民间审美与信仰需求是推动

在地化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地方信众对于神祇的想象，更倾向
于“仁厚”的守护者，而非“威严”的统治者，这促使造像的面容从超
然物外的庄严，逐渐转向更具人间烟火气的温和与慈祥。这种自下
而上的文化动力，促使汶上造像艺术始终与地方社会的情感脉搏
紧密相连。

风格形成：汶上佛教造像的地方特征

经过长期的模仿、吸收与重构，汶上佛教造像最终孕育出兼
具宋代典雅遗韵与齐鲁地域风采的独特风格。

造型语言的在地化表达
汶上造像展现出独特的“轻盈感”，通过修长灵动的体态和疏

密有致的衣纹线条，营造出静中寓动的韵律美。其面容普遍流露
出一种“温和的悲悯”，淡化了神、人界限，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
的理想人格对佛教造像的渗透。

装饰纹样的文化融合
作为运河枢纽，汶上造像的纹样题材融合南北风格，构图带

有运河水波般的流动感。例如汶上太子灵踪塔出土的宋立式背光莲
花座引路菩萨像，佛衣边缘、背光火焰纹中的线条婉转连绵，在庄严
中注入地域文化的活力。这种纹样的融合既保留了佛教的庄严
感，又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

功能与空间的地方适应性
在寺院布局与造像设置上，汶上表现出显著的地方实用性考

量。殿堂造像的尺度追求“人性化”，既保持宗教庄严，又维持信众
平视交流的亲近感。观音殿等信仰核心空间的位置与规模，亦依
据地方信仰的浓厚程度进行调整，体现了造像艺术深度嵌入民间
信仰生活的实践智慧。

总之，汶上佛教造像的在地化演变，是一条从被动模仿中心
样式，到主动将之与地方材质、工艺、审美以及信仰、需求深度融
合的创造性路径。其最终形成的以“轻盈温和”为特质的地方风
格，不仅是佛教艺术中国化在区域层面的生动体现，更彰显了地
方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力。

汶上佛教造像的演变轨迹，也为重新审视“中心—边缘”的文
化传播模式提供了新的注脚。以往研究常将边缘地区的艺术变迁
视为单向的“被规训”过程，但汶上的案例恰恰证明：地方并非只
是被动的文化接收，而是在长期模仿中完成了技术积累与审美储
备，最终通过对本土资源的激活实现了融入本地特色的文化输
出。例如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中出土宋代造像中那种兼具儒家
中和与运河灵动气质的风格，不仅在鲁西南区域产生了辐射影
响，其简化的装饰范式甚至渗透到了周边中小型寺院的造像实践
中，成为区域佛教艺术的风格特色。

（作者单位：汶上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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